理解公益慈善的计划与市场（上）

2021年下半年，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秘书处联合长青文献图书馆推出“中国基金会发展40年”系列专访之后，在行业内获得不错的反响，20位前辈的人生阅历和行业经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今年，我们小范围开展了“基金会行业40年”共学活动，目前已开展8场。

2022年4月21日晚，以“公益慈善的计划与市场”为主题的共学活动上，共学小组成员结合自身体会，进行了学习分享和交流。现将内容整理发布。

分享人：谭   婕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前实习生

回顾基金会40年系列专访，多位前辈谈到了与“公益慈善的计划与市场”有关的内容，其中，对“市场”的认知，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把三部门理论中开展经济活动的第二部门简称为“市场”。

例如，郭虹老师认为，有了经济体制改革，民间才有了钱，基金会才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计划经济不可能让你有民间自己的钱。改革开放更重要的一个产物，是人们有了意识，知道自己可以用自己的钱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传统的思想就是依靠党、依靠政府，大家都觉得有事找政府，自己干不成。“有钱办事，有人办事，而且知道我可以用自己的钱来做我想做的事”，没有改革开放，这些东西都是不可能的。

例如，马伊里老师认为，社会的发展需要多方力量来联合推动，不可能只靠一个力量，所以政府、市场、社会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不可忽视的。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政一体，没有市场的概念，社会也不发育；改革开放之后，拓展了一个市场出来，我们用市场的力量回应了很多的经济社会问题。事实上，社会力量是一直存在的，以公益为目的而设立的基金会，就是社会力量的一种表现形式。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你干市场的事情就通过市场去筹措资金，你要干公共的事情主要通过政府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渠道，很少会有整笔的资金拿出来说我要干公益的事情。但是到了经济发达的阶段，就会有大量资金流入到公益行业，这也符合一般的市场规律。

例如，丘仲辉老师认为，“与市场来比，我们的驱动力、创新力以及发展速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向市场学习。”他说的“市场”，是指开展经济活动的企业等第二部门。发展公益慈善事业还是要跳脱现在的框架，要去考虑市场经济是怎么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要去学习这种驱动力、创新力。

例如，王振耀老师认为，中国特色并不是不让慈善事业发展，而是有自己特殊的规律。如果我们合上拍，找到我们自己的节奏，慈善事业的发展可能更快。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让全世界都很震惊？一方面是民营企业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是政府在必要的领域内有参与，国有经济在一些关键领域发挥骨干的作用。这两个方面并驾齐驱，形成了互相融合、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局面。公益慈善事业能不能学习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机制和经验？学习人家是怎么创造奇迹的，民营企业做得很强，国营企业也做得很好。

 第二类，把“市场”看成是跟“计划”一样的资源配置手段。

例如，徐永光老师认为，公益社会化是目标，公益市场化是手段。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采取竞争性方式选择社会资本合作提供公共服务，也就是所谓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理论上就是公共服务市场化。既然公共服务市场化可以登上大雅之堂，为什么对公益市场化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公益不仅要有市场化概念，还应有一门公益经济学。公益经济学解决的就是如何有效使用稀缺的公益资源的问题。我们不要认为情怀和道德高于一切，从而背离市场化的效益、效率以及等价交换原则。公益投入成本和产出效益应该是等价的，更可能是超值回报的，这个基本原则跟市场的交易原则并无二致。

例如，何道峰老师认为，所谓“市场化”，就是要维护公益慈善组织之间为争取捐赠支持者投票的公开透明的公平竞争。公平竞争的核心要义在于，无论是哪类公益组织，在市场中都没有高低贵贱的身份差别，凭业绩说话。如果竞争不公平，就不可能期待着公益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是市场中铁的定律，忽悠没用。

例如，资老师认为，既然在经济发展方面要去计划化、走向市场，在公益方面就更加不应该有计划。公益事业是没法计划出来的，不可能有哪一个权威机构说我们今年计划发展3万个或者是3千个基金会。既然经济发展应该市场化，公益事业本来就是每个人自己想做好事，更加不能由政府来规划，只能由政策加以鼓励和引导。资老师还提到公益事业的三个特性：民间性、自愿性与自主性。所谓公益就是民间的，因为有了市场经济，有了民营企业、私人的财富，才有公益基金会这样一种自发的创意。那些官办基金会是一个过渡，以后一定都要发展到市场机制。

分享人：史成斌  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项目总监

围绕基金会40年专访的内容，我们发起“公益慈善的计划与市场”主题共学，目的是为了从我们国家40多年来颇有建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汲取力量。

中长期计划或规划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一大特点。伴随着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变迁，中国已经进入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期。首先，从五年计划/规划的名称表述来看，从最初的“国民经济计划”，到“六五”时期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再到十六大之后修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次，从五年计划/规划的牵头制定部门来看，从建国初期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到1998年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再到2003年更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完全依靠政府事无巨细的指令性计划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越来越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指导性规划，成为重要的执政方式和行政思维。

这是我们讨论“公益慈善的计划与市场”的一个重要背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重要经验之一在于越来越科学地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观念和重大理论突破。

在观念突破方面，为了破除传统意识形态观念束缚，邓小平多次论述：“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邓小平，1990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1992年）

在重大理论突破方面，突出表现为：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影响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在于社会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社会体制改革推进至今，并未产生理论指引的重大突破，推动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进程总体缓慢，尤其是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方向和路径并不明确。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一段重要讲话：“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这段讲话启示我们，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同样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本质上或许不是之前所寄望的“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而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延伸。这是我今天想表达的核心意思。

计划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也是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发展乃至政治发展的手段。只要有社会分工、产品交换和效益比较，就一定有计划也有市场。这一点，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也不例外。

回到今天的主题“公益慈善的计划与市场”，我分享几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不成熟的判断，希望能够启发更多讨论。

第一，慈善既是社会行为（私力自主自愿帮助解决公共问题），也是经济行为（重要手段之一是私有收入、财富、技术等要素的让渡）。作为慈善事业的主体，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也需要重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处理好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关系。

发展慈善事业同样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或决定性作用的先导理论，使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活动符合某种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要求，以增强慈善事业发展的活力和效益。慈善事业的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最大区别在于交换关系更为复杂。

第二，发展慈善事业同样有竞争、讲效率、会淘汰，同样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同样有必要加强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而，慈善事业的发展计划/规划，要研究慈善市场，服务慈善市场，反映慈善市场变化；要引导慈善市场，调控慈善市场，培育慈善市场体系。

不管是哪个层级的慈善事业发展指导意见，还是慈善事业发展五年规划或远景目标，都要考虑在可预见的未来，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服务提供方面扮演怎样的角色，达到怎样的体量，起到多大的作用，与政府部门一起解决哪些社会问题，以及为此需要培育或储备哪些方面多大规模的专业人才，全社会的公益意识和慈善文化如何培养，等等。这些抓大放小的指导性规划，属于对慈善市场发展的宏观调控范畴。并且这样的指导性规划，应当是有方向、有目标、有路径、有举措的。目前看来，我们国家的慈善事业主管部门，对这方面的系统思考和长远布局还是很不够的。

第三，对慈善市场的重视与否，本质是对慈善资源的稀缺性的认知以及对慈善资源要不要珍惜的选择。对慈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负责，这是一个真问题。为此，必须高度重视慈善领域的两个市场要素：一个是投资，一个是价格。

在投资方面，之前我们共学了“基金会的金融属性”，核心观点是基金会要重视金融属性，在投资增值方面发力，主动跟服务财富人群的组织合作，为高收入人群提供更好的慈善产品。做大蛋糕的同时，要分好蛋糕，做好行业内的资源配置，而不是“与民争利”抢蛋糕。

投资方面有一项关键的百分比，即非公募慈善组织8%的年度支出最低门槛比例。在投资增值机制未被完全激发的条件下，非公募慈善组织很难在自身水池水位不保的情况下真正做到授人以渔。

在价格方面，我们需要引入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慈善事业的价格问题和效益问题。“价格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的‘牛鼻子’，抓住了它，就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习近平，2006年）目前，慈善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映慈善资源产品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尚未建立。忽视价格，空谈价值，就会变得非常微妙，慈善产品的价值几何，大多无法言说。

价格方面有一项大家老生常谈的百分比，即公募慈善组织10%的年度管理费用限高比例。且不说国际比较，单从国内行业比较来看，这显然是极其少有的歧视性规定，为此大家用了好多技巧，作了好多妥协，造成的结果仍是：行业低水平运作所造成的社会财富损失和慈善资源浪费，远大于限制其管理费用和薪酬水平所减少的经济成本。对价格形成和成本控制的不合理干预，实则压制了慈善市场的发展。

总之，理想的状态是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能有中长期的方向指引和合理规划，也能有充分的合作和竞争，重视和珍惜而不是浪费慈善资源。慈善领域市场开放太少，计划干预过多的情况，希望能有改变，期待宏观层面的简政放权、中观层面的放管结合、微观层面的优化服务。

可以展望的是，二十大之后，全面深化改革将迎来新一轮机遇期。当新一轮改革来临时，期盼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能够共同蹚出更大的空间，有更大的慈善市场去施展，在参与国家治理、解决社会问题方面体现更多的担当。

